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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日常:礼仪性表状中的
唐代君臣互动

唐　 雯

　 　 【摘　 　 要】表状疏奏作为古代君臣书面沟通的重要方式,其特质、功能对于理解君臣互动具有重要的意

义,因此其内容与功能学界多有讨论。 表状在内容上并无本质区别,表是全功能的奏事文体,而状最初作为公

文书,其浓重的文书色彩决定了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其成立大致要晚到开元时代,并且始终保持着其公文

状态。 同时以让、贺、谢为代表的礼仪性表状,其看似格式化的文词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所折射出的唐代君

臣间频密的日常互动,却可能成为政治运作的重要组成,最终促成了某些历史事件的走向,与此同时,这些互

动也为我们判断君臣间关系的疏密打开了一个缺口,展示了更为真实的唐代高层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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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君臣的沟通方式,除了当面交流外,多
数时间需要通过表状疏奏以及制敕批答等书面方式

进行,因此产生的海量文章,成为今天我们观察古代

政务运行和君臣沟通的重要材料。 其中作为王言的

制敕、诏令等较早即已成为学界的讨论的热点,而近

十多年来,随着学界对于唐宋时代公文书所体现的

政令沟通的关注,作为王言的另一面,即来自臣下的

上行文书越来越多地进入到研究者的视线。 这一类

文书在《唐六典》有非常明确的定义:
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原注:谓祭

祀,支度国用,授六品已下官,断流已上罪及除、免、
官当者,并为奏抄),二曰奏弹(原注:谓御史纠劾百

司不法之事),三曰露布(原注:谓诸军破贼,申尚书

兵部而闻奏焉),四曰议(原注:谓朝之疑事,下公卿

议,理有异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状(原注:蔡

邕《独断》:“凡群臣上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
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隋令》有奏抄、奏弹、
露布等,皇朝因之。 其驳议、表、状等至今常行)。①

由于敦煌文书中保留了不少这类上行文书的实

样,因此学界主流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在复原文书格

式的基础上讨论这类文书所体现的唐代信息传递的

轨迹以及从地方到中枢的政务运行机制。②而在这些

讨论中,因为状本身有着面向皇帝本人的奏状以及

面向其他政务机关的申状,因此在各种上行文书中

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如刘后滨在揭示以奏抄和奏状

为代表的政务文书形态变化的基础上,探讨了中枢

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的变化③,郭桂坤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将讨论范围集中到唐代前期的奏事文书,试图

通过这类文书的分析展示相应奏事制度的变化。④吴

丽娱则集中讨论了状这一文体在内容及其在实际政

务中的运行轨迹⑤,叶炜则讨论了群臣集议时议状在

君臣沟通中的价值⑥。 这些经典研究虽然也在一定

程度上触及各类状以及其他上行文书的内容,但这

些研究本身的目的更多在于探讨帝国的信息传递和

制度运行,也即是“活的制度史”,因此相对于流转环

节较为单纯的通上皇帝的表状奏议,研究对象更侧

重于奏抄、露布以及在行政机构间流转的状,同时这

些上行文书各自的特点、发展脉络以及其所展现的

帝国日常也并非其研究重点。 而在另一部分文学领

域的研究则比较关注以表疏为代表的上行文书在内

容、功能以及文体上的特点。 如郭庆如《唐代表文研

究》在全面统计《全唐文》中所有表文的基础上对各

类表文作了非常合理的分类⑦;曾婧《唐代谏书研

究》则统计了所有表状疏奏等上行文书中与上谏有

关的篇章,并对其所涉内容作了相应的分类。⑧这两

篇论文所进行的详密统计与分类为表疏等上行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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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作者的兴趣点更多集

中在对文体本身的文学性解析,对于各类文书各自

的发展脉络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着墨不多。 而在上

行文书的综合性研究方面,吴杨《两汉三国章表制度

新探》一文对两汉三国的章表作了相当出色的研究,
敏锐地揭示了这一时代章表所承担的不同功能以及

因此而产生的使用范围的不同与内容的差异,并进

而探讨了章表体制所反映的君臣关系。 虽然其讨论

的是先唐时代章表制度,但却对唐代各类上行文书

特质、功能以及其所透露的君臣互动等等方面都具

有重要的启发意义。⑨因此本文即拟以通上对象为皇

帝本人的上行文书观察此类文书之间内容与功能的

内在联系和此消彼长,以及由此折射出的君臣互动

日常。 而这类文书在上引《唐六典》中表达为“驳议、
表、状”,然而在实际反映唐后期至五代宋初文体分

类观念的《文苑英华》中,除了以上三类外,还有疏

(部分题为“书”)、弹文、谥议,这六类文书中,谥议、
驳议都属于议,有关议的格式、内容及功能,中村裕

一和叶炜都有过详细的讨论。⑩大体来说,议或是应

皇帝要求对某事进行集中讨论后对皇帝的回复,或
是制度性的集议,如在定谥过程中产生的谥议等,因
此它的功能比较单纯,所涉的内容多为军国大事。
而弹文皆系弹劾官员时所上之文,因此其功能与内

容亦较为简单。 疏的功能稍复杂一些,但从《文苑英

华》卷六九四至六九八所收五卷疏来看,其最主要

的内容为上谏,因此《文苑英华》不惜自乱其例,将其

中一卷命名为《直谏》,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谏

这一内容越来越多地集于疏这一篇幅较长,方便充

分表达的形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唐前期的

进谏惯用的谏表,因此就功能而言,疏亦较为单纯。
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在内容与功能上较为复杂的表

与状。
一、表、状的功能与内容

虽然表、状都具有直接沟通君臣的功能,但从今

存两类文体各自数量来看,表对状形成了绝对的碾

压。 如果我们以《文苑英华》表状疏三类文体的选文

数来看,表自卷五五三至卷六二五,共七十二卷,状
自卷六二八至卷六四四共十六卷,因此可以说唐代

的表是最主要的君臣沟通文书。 表作为一种文体,
它的成立可以追溯至汉代。 《文心雕龙·章表篇》
云:“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
四曰议。 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

异。”不过发展至唐代,表的内容远非陈请一类可以

概括。 据郭庆如《唐代表文研究》统计,唐代表文可

分为贺表、谢表、谏表、献表、奏请表、陈情表、遗表等

七大类,这七类表贯穿唐代始终,因此我们可以把

表理解为全功能的上行文书,相较于其他功能较为

单一的文体,显然是唐代上奏文书中最为重要的

一类。
对于表状所承担的功能,有观点认为表更多地

承担礼仪性的功能,而状更多运用于奏事。但如果

将所有的表文逐一统计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七

类表文中,数量最多的是奏请类的表文,在《全唐文》
载录的一千七百余篇表文中占比达到 29. 01% ,加上

占比 6. 06%论谏表以及占比 7. 03% 进献表,以及占

12. 95%的遗表、陈情等其他言事类表文,非礼仪性

的表文占比超过 55% ,而庆贺类表(22. 49% )与谢表

(22. 46% )则占 45% ,表作为全功能的奏事文体,仅
仅强调其礼仪性的一面显然不足以概括其全部功

能。 不过纵观全部表文内容,我们发现唐代前后期,
表文在内容上的确有所变化。 玄宗以前,具有实际

奏事功能的谏表、奏请表、陈情表等非礼仪性表章占

比更高,尤其是谏表,玄宗以后数量大幅减少,粗略

统计仅有十一篇,仅占全部六十八篇谏表的 16% ,
因此表的功能在唐代前后期是有变化的,其奏事功

能为状和疏所分割,这导致了表的礼仪性功能在唐

中后期越来越突出,与此相消长的是状和疏在功能

上的变化。
状的功能同样是此前学界讨论的焦点之一。 状

本身分为“申状”与“奏状”两种,虽然随着时间的

演进,状的奏事功能越发突出,但其始终保持着其

作为公文书的一面,这体现在它本身有着比表和疏

更为复杂的公文格式。 司马光《书仪》分别载《奏状

式》与《申状式》,比较同样用于奏事的奏状和表的格

式,就会发现,表的格式除了在末尾需要加上“某诚

惶诚惧、顿首顿首”的套语及签名外,并没有太多特

别的格式,而奏状式则要复杂得多:
某司(自奏事则具官　 　 贴黄　 　 节状内事)某

事云云(若无事因者于此便云右臣)右云云(列数事

则云右谨件如前)谨录奏闻,谨奏。 (取旨者则云伏

勅旨)乞降付去处(贴黄在年月前) 　 　 年月日　 　
具位臣姓名(有连书官即依此列位)状奏。

这里的“某司某事”表明奏状至少在形式上都需

要写明上状事由,即使“无事因”,也需要保留“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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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状文的固定格式。 唐代状式可能有所差异,但
是从今存状文来看,其在起首记事由则与奏状式一

致,吴丽娱据敦煌文书 P. 3900 对唐代奏状式作了复

原,郭桂坤更是将唐代奏状式总括为:
右,臣云云,请(伏望、伏愿等)云云。 谨录奏闻

(谨具闻奏等),伏听(候)敕旨。
年月日　 具官封臣姓名　 状奏(谨状、谨奏等)

这样的文书格式在现存的状中仍有不少保留了下

来,兹举权德舆代中书门下贺剑南破吐蕃状为例:
中书门下贺剑南西川节度使去八月十八日于雍

州灵关路大破蕃寇拔木破城并破通鹤军天宝城应擒

生斩级焚烧仓库楼阁收获羊马器械等状

右,今日中使某乙奉宣恩旨,示臣等韦某奏表大

破吐蕃擒生斩级者。 戎丑负恩,乘秋窃发,敢扰边

鄙,自干诛夷……臣等备位台司,倍百欢贺。 无任庆

忭悦怿之至,谨奉状陈贺以闻。 贞元十七年九月十

二日。

在这篇状中,“右”前内容即是上状缘由,也是状

文与表疏等其他文献有本质不同的地方。 事实上几

乎所有现存状都保留了“右”这一明显的标志,即使

其所叙述的内容在收入文集时多半已经失落。
浓重文书色彩决定了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其成立要较表要晚得多,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文
选》和《文心雕龙》中并没有收录和讨论状这一文

体。 即使到了唐代前期,状仍更多地作为一种公文

书而存在,甚至往往作为随表进奏的附件。 现存较

常见的例子见诸举人自代或让官自代的上表中,这
类表中往往有“臣所让人,别状封进”的格套,显然书

写“所让之人”的状是配合着这些让表一同奏进的

附件。
即使在奏状更为流行的唐中期以后,状仍旧可

以作为表的附件而出现,代宗时号称朝廷大诏令皆

出于其手的于邵作《谢赐银器及匹帛等表》,称自

己“每欲倾家,以供国用。 ……乞回此物,复归内

府……其器物等,臣已勒押衙试少监郭某诣右银台

门别状奉进”。这里诣右银台门奉进的状即是于邵

退回的赐物清单,它同样也是附表而存的附件。
类似的情况不一而足。 这样强烈的公文属性使

得状在发展之初是不被作为文章看待的,自然也不

会被收入个人文集或总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唐代

前期流传至今的状极为稀少———从《全唐文》所收诸

题名为“状”文章来看,开元以前的状数量不多,其中

多数为议状,如《议沙门不应拜俗状》《议沙门不应拜

俗状》等,虽名为状,实际皆出自释彦悰《集沙门不应

拜俗等事》所收议。 除去这一类议状,其余不足十

篇,多为论事状,间有《全唐文》编者误读材料而误题

篇名,如张公瑾 《条突厥可取状》,出处为 《新唐

书·张公瑾传》,原文作“(张公瑾)后副李靖经略突

厥,条可取状于帝”云云,此状当解为情状,而《全
唐文》截为标题,实误。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从数量

和内容上来说,唐代前期,作为文体的状,尚未成熟。
从开元时期起,状的数量和内容都开始大幅增加。
但现存的玄宗时代绝大多数的状或为张说、张九龄

所作,或以李林甫名义奏上,恰可与《唐六典》中“近
臣为状”的表达相印证。开元以后,现存状的数量大

增,作者的身份亦不仅局限于高官近臣,在内容上也

不再与表有所差异,这或许意味着状在公文书之外

已有了文体上的自觉,作为一种文体已然成立,故而

被各类文集所收录而流传至今。
从以上分析来看,表是君臣沟通文书中运用范

围最广的一种,而状因为其强烈的文书属性,在最初

只是作为表的附属而存在,而《唐六典》所谓近臣用

表,亦是以文书的降格显示君臣的亲密,只是状作为

一种文体在开元时代走向成熟而迅速取得了与表相

若的地位,使得其数量在唐中后期急速增长,内容亦

日趋丰富,并且其中的礼仪性内容和表所一起构成

了我们了解唐代君臣沟通日常的窗口。
二、礼仪性表状所见君臣沟通日常

礼仪性表状大致可以分为谢、贺、让三种,这类

上奏文体古已有之,《文心雕龙·章表》称“汉定礼

仪……章以谢恩”,可知较早承担这一功能的是章。
三国以降,章的功能为表所取代,礼仪性表文开始

增多,如曹植有《谢初封安乡侯表》《封鄄城王谢表》
《谢鼓吹表》《改封陈王谢恩表》 《谢赐柰表》等一系

列谢官谢赐表,王肃有《贺瑞应表》,钟繇有《贺捷

表》,羊祜有《让开府表》等。唐代礼仪性表状内容

基本延续了汉魏以来的传统,但又有了极大的拓展,
通过礼仪性表状貌似格套化的内容,我们仍旧能够

感受到君臣日常互动背后所隐藏种种微妙因素。
1. 辞让表状

首先,我们先来看功能较为单纯的辞让表状。
至少在东汉,授官以后必有让表,往往以三让为

断,至于唐代,这类表状在整套授官仪式中有着不

可或缺的地位,表让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如独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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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李给事让起复尚书左丞兼御史大夫》连上六表,
终于获准终丧。从《全唐文》范围来看,让官似乎尚

未有超过这一数字的,但考虑到文献散佚的情况,当
日可能会有频次更多的表让未被记录。

辞让表状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表状往往中会提

出更为胜任者的名单。 在东汉陈蕃的让表中就称自

己“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臣不如太常胡广。 齐七政,
训五典,臣不如议郎王畅。 聪明亮达,文武兼姿,臣
不如 刑徒李膺”。羊祜的《让开府表》亦称“臣所

见虽狭,据今光禄大夫李喜,秉节高亮,正身在朝;光
禄大夫鲁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禄大夫李胤,莅
政弘简,在公正色,皆服事华发,以礼终始,虽历内外

之宠,不异寒贱之家,而犹未蒙此选。 臣更越之,何
以塞天下之望”。这两篇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尚
属于文章修辞的一部分,至唐代则明确要求在授官

后“三日内于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这虽然

是德宗时代的敕命,但实际上在显庆元年、弘道元年

以及安史之乱时都有类似的敕书,相应的唐代让表

中多附记录所让之人行实的状,李峤《为王方庆让凤

阁侍郎表》 《让麟台少监表》、苏珽《为家君让左仆

射》《代家君让侍中》、宋之问《为田归道让殿中监

表》《让成均祭酒表》等让表皆有“所让人别状封进”
的套语。因此唐代的这类表状除了古已有之的礼仪

性谦辞外,更制度性地增加了对潜在候选人的提名,
而这些被推举者则会在未来官阙时“以见举多者量

而授之”。因此让官表状除礼仪性意义外,实际也是

选官制度运作中的重要一环。
而在唐代历次政治事件中,辞让表状的出现有

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政治的走向。 中宗复位

之后,曾立睿宗为皇太弟,而睿宗“固辞不受”。 这

一出人意表的储君安排在《文苑英华》所保存的崔沔

《为安国相王让东宫第三表》中得到了证实。安国

相王即睿宗,神龙政变后有此封号,表中提到“大位

既定,丕业重光。 再造四海之基,方流万代之福”,显
然作于中宗初继位时。 神龙政变之后,中宗既已登

位,节愍太子尚在人世,而以睿宗为储贰显非其本

心,如此安排的原因可能是中宗在退位之后很长一

段时间内,是睿宗“既冒储贰,又尘尊极”,因此中宗

需要作出将皇位交还给他的姿态,但中宗这一违心

的安排却只有睿宗的让表方能达成顺水推舟收回成

命的效果。 现在我们只能看到睿宗的第三次让表,
这也表明在此之前,睿宗已一让再让。 表文中提到

“至于守器,允属元良,非圣贤无以厌天下之心,非典

礼无以为后嗣之法。 臣地非冢嫡,才实昏庸,一旦干

冒大伦,乱越皇统,近为身患,远成国耻,将何以措身

阙庭,将何以归骨山陵。 是用专固不回,继之以死,
特希慈造,俯垂圣谅”,用词可谓恳切,结局当然是睿

宗得以逊让储位,中宗也得以体面收回这匪夷所思

的安排。
相似的情形出现在宪宗立太子之时:“元和七

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时为遂王,宪宗以澧王居长,又
多内助,将建储贰,命(崔)群与澧王作让表。”显然

宪宗原来的太子人选是“居长又多内助”的澧王,故
而命崔群为其作让表。 不料崔群竟然借澧王让表的

必要性直接否定了澧王本人作为储贰的合法性:“群
上言曰:‘大凡己合当之,则有陈让之仪;己不合当,
因何遽有让表? 今遂王嫡长,所宜正位青宫。’”由此

崔群在拒绝为澧王作让表的同时顺势提出应以遂王

(穆宗)为储,宪宗居然因此一言而改变了太子的人

选,穆宗终因此得立,一份未曾存在的让表可以说改

变了唐代历史的走向。
2. 致贺表状

致贺表状所贺事宜一般有皇帝即位、上尊号、大
赦、郊祀、立皇太子、破敌国、削平叛乱、祥瑞、雨雪得

时等。 而这其中最大量的则是对各种祥瑞的致贺。
而在这一类的表状中最能看出皇帝与臣下之间微妙

的互动。
我们知道处于深宫的皇帝在没有通报的情况下

并不可能知道外方的状况,无论是战争胜负,还是年

成丰歉还是各地的祥瑞,只有通过各级官员的申报

才有可能得知。 因此在各类进表、进状中有相当一

部分是官员通呈这类事件的内容。 而这些需要被呈

报才能被知晓的内容显然绝大多数并非众所周知的

事件,如果要利用其达成宣传效果,只能通过刻意地

被大臣以及民众“看见”方才可能奏效。 因此在致贺

表状中,往往会引录先前呈报事件的表状。 如张九

龄的《贺祥云见状》起首谓:“右,臣等伏见道门威仪

司马秀表称:今月十日夜,陛下亲临同明殿道场,
为宗庙苍生祈福,有祥云见。 伏惟圣德以精意动

天……天下幸甚。 臣等忝居近侍,义百恒情。 谨奉

状陈贺以闻,伏望宣示史馆。”从状中我们可以看到

事情的前因后果是:最先由司马秀上表称玄宗亲临

道场,故有祥云出现,张说等因而致贺。 司马秀上表

对象是玄宗,显然如非玄宗本人同意,表文是不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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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 事实上这类喜报类的表奏往往由皇帝派宦

官向臣下宣示,而玄宗朝则往往派高力士亲自宣

示。之后这类皇帝希望被臣下看到的事件,往往借

助群臣的贺表公开并确认。 而这一政治宣示的过

程,甚至可以用来推行某些政策———玄宗在开元末

的一系列崇道之举,便是利用了这一过程来推动的:
开元二十九年(741)开始,玄宗在两京诸州都建

起了玄元皇帝庙,并于崇玄学置生徒开始令习《老
子》等书,并要求次年考试。学界普遍将此视作唐代

前期崇道活动的又一个高峰。 而这一系列政策最原

初的推动力便是本年玄宗向臣下号称自己梦见了玄

元皇帝。 关于此事的详细过程学界已有深入研究,
而最原始的材料见诸于以牛仙客为首的群臣上奏中

引录玄宗与臣下的对话:
兵部尚书兼侍中牛仙客等奏:“臣等因奏事,亲

承德音,陛下谓臣等曰:‘朕自临御已来向卅年,未曾

不四更初即起,具衣服,礼尊容,盖所为苍生祈福也。
昨十数日前,因礼谒事毕之后,曙色犹未分,端坐静

虑,有若假寐。 忽梦见一真容云:“吾是汝远祖,吾之

形像,可三尺余,今在京城西南一百余里,时人都不

知年代之数,汝但遣人寻求,吾自应见。 汝当庆流万

叶,享祚无穷。 吾自度其时。 今合与汝于兴庆中相

见。 汝亦当有大庆,吾犹未即言。”语毕,觉后昭然,
若有所睹。 朕因即命使兼令诸道士相随,于京城西

南求访,果于盩厔县楼观东南山阜间乃遇真容,一昨

迎到,便于兴庆宫大同殿安置,瞻睹与梦中无异者。’
伏以玄元大圣,降见真容,感通之征,实符睿德。 陛

下体至尊之道,崇清静之源,何曾不礼谒虔诚,为苍

生祈福,故得真容入梦,烈祖表灵。 求之西南,果与

梦协。 ……臣等无任庆悦之至,谨奉状陈贺以闻,仍
请宣示中外,编诸简册者。”

由此可见,所谓梦真容事件完全出自玄宗的造

作,但借着面告臣下,臣下致贺,并进一步下敕宣示

中外以后便成了一个被上下一致确认的事实。 敕下

之后,博州刺史李成裕又上奏请将此前所下的敕文

“于开元观具写纶言,勒于贞石……如允臣所请,诸
州亦望准此。”于是敕文果然在各州刻石立碑,以至

于“天下皆刻之”,这便是今天尚有拓本保存下来

的《梦真容碑》,更由此掀起了盛唐时代崇道的新

高潮。 于是各地纷纷报告玄元皇帝的瑞应,甚至为

了显示玄元皇帝赋予自己的神通,玄宗又一次亲降

德音,告知大臣,玄元皇帝再次显灵,而他自己本人

也具有了疗愈盲人的神力:
宫中有一妇人,性颇好道……忽梦玄元皇帝殷

勤教诚道法,尚未尽解遵承。 无何,又依前梦见,大

被呵责,遂以水 其两目,因而丧明。 比梦觉后,都

无所见,然始责躬罪已,情祈至真。 又梦玄元皇帝教

之曰:“汝可见吾孙,自立愈。”其妇人曰:“不知‘吾

孙’是何人?”曰:“汝皇帝是也。 汝至酉时可见。 当

施其法,使汝知验。”至时。 宫中教人共扶见朕,朕为

洁诚作道法使救疗,其目须臾自开,平复如旧。 圣祖

灵感,昭然合符。 与卿等同庆者。

和之前梦真容事件一样,宫女之梦的所有细节,
全都来源于臣下的贺表,也就是说玄宗又一次通过

告示臣下的方式强化了玄元皇帝的庇佑与赋予他本

人的神通,而此番造作又通过臣下集体所上的贺表

加以确认与传播,为开元末一系列崇道活动增添了

新的兴奋点。
从最初玄宗向群臣宣告梦玄元皇帝开始,声势

浩大的梦真容运动配合着一系列崇道措施而如火如

荼地展开,而这一运动最初的起点则是以牛仙客为

首的重臣的贺表,它代表着外廷对玄宗本人所造作

的神异梦境的确认,由此梦真容运动真正有了完全

的合法性,此轮运动中最重要的政治景观《梦真容

碑》便全文刻录了牛僧孺等人的贺表,其意义不难

想见。
梦真容事件中的君臣互动过程非常典型地揭示

了致贺表状中祥瑞、捷报等这些帝国可以渲染宣传

的事件如何“被看见”并背书的过程,而在官方的史

书中,无论是崇玄也好,祥瑞也好,我们只能看到结

果,但在致贺表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互动如何

推动了最终结果的形成。
3. 申谢表状

在所有唐代礼仪性表状中,申谢表状的内容是

最为丰富的。 除了《文选》时代即存在的谢授官表

外,唐代的君臣之间借助各种赏赐所形成的日常互

动生发出大量申谢类的表状。 从这些表状中,我们

可以看到一年之中皇帝在节令之时给与臣下的例行

赏赐,也可以看到皇帝通过赏赐所表现出的对重臣

的优遇以及其中微妙的政治意图。
如果将一年之中臣子在获得赏赐之后所奏上的

申谢表状以及他们在节令时奏进的礼物作一个排列

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份非常详实的君臣间通过礼物

与赏赐形成的例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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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元日,我们可以看到节度使

们纷纷为贺岁而进上礼物,令狐楚所进为马和鞍辔,
裴次元则进衫段等物,还有进岁节口味的,甚至有直

接进银的。到了春天,德宗在贞元五年新设立的中

和节取代了原来的正月晦日,成为三令节之一,而
例行的赐宴也移到了这天。 由此中和节御制诗并群

臣奉和几乎成了此后中和节宴会上的例行公事,贞
元十七年权德舆即有《中书门下进奉和圣制中和节

赐百官宴集因示所怀诗状》《中书门下谢御制中和节

赐百官宴集因示所怀诗状》。赐诗之外,尺也是中和

节创设之初便确定下来的节赐,其意义在于希望臣

子能“逮下明忖度之心,为上表裁成之德”。 与此

同时,臣下也需此时进上农书,王公戚里则需进上春

服。柳宗元即曾在中和节之时进上《农书》。而接

下来的三令节之一的上巳节,皇帝同样要举行公宴,
这一传统自唐前期一直贯穿至中晚唐。寒食清明则

例赐近臣新火,有时候也会在赐火的同时赐予春

衣。 君臣间的互动在端午时节最为频密,臣下往往

会在此时进献银器鞍马、衣服,而皇帝也会赐予衣

服及其他器物。 而社日的节赐则是羊酒脯腊海味

油面粳米茶等,甚至会赐予药饮。同样作为三令节

之一的重阳也会举行宴会,在贞元十三年的重阳节

宴会上,德宗作《重阳日诗》并赐茶酒音乐,群臣则

纷纷应制。 而当时来说尚属少见的糕也成了重阳的

节赐。冬至群臣在朝贺之外,则要进鞍马弓剑香囊、
等银器唾盂,而皇帝也会赐予米面羊酒猪鹿杂味

等。腊日的例行赐物则是润肤的口脂,有时候还

会与每年新颁的历日同赐。这些节令的赐物贯穿唐

代所有时期,几乎成为一个惯例,所赐的对象应是在

京中层以上官员,以及在外的节度使。 这些对象作

为节令的例行赏赐价值并不太高,然而在赐谢之间

君臣之间的距离由此拉近,所以虽然在权德舆为中

书舍人的德宗时代一度因为赏赐虽薄却又不得不辗

转道路为由停赐口脂,但之后直到令狐楚、白居易

皆有谢赐口脂表状,表明这一赐物惯例至晚唐也并

未停止。
除了节令的例行赐物外,一年之中的赐物还有

银器、茶、药、食品、日用器物等。 比较特别则有每年

的赐历。 唐代每年由太史局预造来岁日历,内外诸

司各给一本,并令年前至所在。 《玉海》引《集贤注

记》云:“自置(集贤)院之后,每年十一月内即令书

院写新历日一百二十本,颁赐亲王、公主及宰相公卿

等。”因此岁末的时候惯例是要赐予贵戚近臣来年

历日,上文已有在赐口脂之时同时赐历,此外我们还

可以看到在赐历的同时还会赐予用来新年辟邪的钟

馗画。玄宗甚至有臣子在衣物被盗之后,为了安慰

而专程赐御衣的特例。而像李林甫这样的重臣,玄
宗的关怀几乎是无微不至,苑咸就有连续几份谢状,
为李林甫谢玄宗赐蟹、赐鹿肉、赐车螯蛤蜊,甚至谢

赐李林甫兄衣物。 鹿肉和水产都不是唐代的长安

常见的食物,而对于大臣的亲属,加官晋爵或属寻

常,但很少有专门赐予衣物等生活用品的。 而苑咸

的这些文章全部以状的文体呈上,非常符合《唐六

典》“近臣为状”的定义。 相对应的,玄宗虽然也曾赐

予张九龄衣物以及马匹,但目前来看似乎未有专门

赐予这类独特食物的记载,或许这一侧面也反应了

李林甫与玄宗之间更为切近而随意的关系。
在这些物质性的赏赐中,赐衣是最常见的赏赐

形式,除了上面所及各类节令可赐衣之外,在冬春时

节皇帝亦会专门赐予冬衣或春衣,尤其是冬衣,唐代

九月设“授衣假”,取《诗经·七月》毛传“九月霜始

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之意,故御赐冬衣正当其

令。 而对节度使赐冬衣多数情况下都并非对于其个

人的赏赐,其中往往包含了给与将吏的节赐,或者本

身即是军费的一部分。 如黔中观察使吕颂有《谢赐

冬衣表》即称“伏奉某月日敕书慰问将士官吏僧道,
并赐臣手诏及冬衣两副、大将衣五十副者”。这里的

赏赐对象就包括了节镇的大将。 李商隐所作《为濮

阳公泾原谢冬衣状》即称“右,某月日中使某至,奉宣

圣旨,赐臣及大将兼诸镇防秋兵马等前件敕书手诏

并冬衣者,臣并已准诏旨宣示给散讫”。濮阳公即王

茂元,其于大和年末至开成年间任泾原节度使,此
篇状作于开成三年秋冬,所赐对象则覆盖到诸镇防

秋兵,时泾源有“山南、宣歙三道大将等”协同防秋,
故此时赐予冬衣更有慰劳诸道防秋兵之意。

除了这些物质上的赏赐,皇帝对臣下示以恩宠

的非物质奖励则更为多样。 德宗即将其在第一次中

和节御制的诗作特意赐予远在容州的戴叔伦,“天下

荣之”。而马总为戴叔伦的谢表今亦保存下来,从表

文我们可以得知,在御制诗外,还有德宗的手诏和中

和节的节令礼品。如果说赐予文臣的御制诗表达的

是皇帝的恩宠与欣赏的话,赐予重臣尤其是方镇的

碑文、诗歌则有着明显的政治寓意。 玄宗曾赐张说

父亲的碑额,而武宗专程赐李德裕故乡赞皇县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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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祖的碑文,表达的是君臣之间的信任与恩宠。
而对于深入河北三镇腹内的昭义,宪宗则在卢从史

任节度使不久后即赐予其德政碑,并将其籍贯移属

京兆。具有巨大景观效应的御赐德政碑对于节度

使的意义不言而喻,卢从史,《旧传》未载其政绩,
因此此番赐碑并非对卢从史政绩的表彰,而应是出

于政治的考虑。 是时,而宪宗刚刚平定了西川刘辟

和浙西李锜的叛乱,昭义虽暂时平静,但在不久

之后卢从史便因父丧未被起复而心怀不满,故暗结

王承宗,最终被吐突承璀擒获,押送长安。宪宗在

卢从史父亲去世后未按惯例让其起复本官或许表

明朝廷对其早有不满,而其父尚在世时的此番赐碑

及移贯,看似宠遇与笼络,其中未必没有因忌惮而

安抚之意。 而对于立功将军,皇帝的赏赐则单纯得

多,王维有《为曹将军谢写真表》,称其“厕迹虎臣,
仪形麟阁”,表明这位不可考知身份的曹将军曾

被赐图形凌烟阁。 《王维集校注》系此篇于乾元、
上元之间,从目前材料来看,似乎未见有肃宗朝功

臣图形凌烟阁之事,此篇恰可补其事。 而对于无意

仕进,辞官回乡的臣下,皇帝或组织群臣一同饯送

或派中使护送回乡。 前者以贺知章最为典型。 玄

宗送贺知章归四明诗序云:“天宝三年,太子宾客贺

知章,鉴止足之分,抗归老之疏,解组辞荣,志期入

道。 朕以其夙存徽尚,年在迟暮,用循挂冠之事,俾
遂赤松之游,正月五日,将归会稽,遂饯东路。 乃命

六卿庶尹、三事大夫,供帐青门,宠行迈也,岂惟崇

德尚齿,抑亦励俗劝人。 无令二疏,独光汉册,乃赋

诗赠行。”而玄宗时代的隐士彭构云《谢遣中使送

乡表》则云“臣以羽客真居,饱臣以仙厨玉食,劝臣

以入仕,慰臣以远来。 臣固辞无能,乞归养疾,赐臣

以束帛,荣臣以副衣,而更悯其疲羸,送以专使”。

类似的事件在唐代并不少见,皇帝或希望由此展示

其对于归隐的推崇。
礼仪性表状所承载的多样性内容折射出唐代君

臣交流的日常,而在这些看似琐碎的贺、让、谢的表

状中却也仍旧与当日政治密切相关。 在这里,我们

可以看到君臣之间例行的互动,也可以看到这些礼

仪性表状在运作过程中对政治运作有意无意的

影响。
结语

唐代以表状为代表的奏进文书在前后期有一个

发展的过程,从前期的表独擅胜场到后期状的爆发

式增长体现了最早作为文书的状文体化的过程,而
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奏进文书的主体部分,而此前不

太为人所关注的礼仪性表状实际上蕴含了大量信

息,其所折射出的君臣日常互动以及其背后所蕴藏

的政治意味都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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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ily Life of the Empir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s
and Their Ministers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Ceremonial
Straightforward and Euphemistic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Tang We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way of written communication between ancient emperors and their ministers, various
types of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mperors and
their ministers. Therefore, their contents and functions have been frequently discuss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re is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in content between the straightforward memorial to the throne(表)and
the euphemistic memorial to the throne(状). The straightforward memorial to the throne was a full - functional style of
memorial writing, while the euphemistic memorial to the throne was originally used as an official document. However,
the strong coloration of the euphemistic memorial as an official document determined that it became an independent
style of writing, and it came into being at the latest during the Kaiyuan(开元)Period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Xu-
anzong of the Tang Dynasty(唐玄宗). And it always maintained its state as an official docu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ceremonial straightforward or euphemistic memorial to the throne represented by giving away the throne or the offi-
cial position(让), sending greetings to the emperor(贺), and expressing gratitude to the emperor(谢), contained
rich contents in its seemingly formatted words and expressions, and reflected the frequent dail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s and their ministers in the Tang Dynasty. These seemingly ordinary interactions might become important com-
ponents of some political manipulations, and eventually contributed to the trend of some historical events. Meanwhile,
these daily interactions can also open a window for us to observe and judge the close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s and their ministers, showing a more genuine everyday life of the high - rank people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ang Dynasty; straightforward and euphemistic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daily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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